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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在印度

尼西亚爪哇海域先后打捞或发掘了黑石号

（Belitung或Batu Hitam）、印坦（Intan）

和井里汶（Cirebon或Nan-Han）三艘属于

9～10世纪的沉船。因其出水器物均以中国

瓷器为大宗，据这些材料围绕9～10世纪中

国陶瓷外销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已十分

丰富[1]。但除陶瓷器之外，这三艘沉船还出

水了约70面中国铜镜。学界对这三批铜镜多

有引用和讨论，但尚缺乏整体的考察和综合

研究[2]。本文拟在全面梳理相关材料的基础

上，系统分析、归纳这些铜镜的特征，并通

过与陆上考古发现的同时期铜镜的对比，

初步探讨9～10世纪中国铜镜的“外销” 

问题。

一、出水铜镜的特征

（一）黑石号沉船

黑石号沉船出水器物中有1件外壁刻

有“宝历二年（公元826年）七月十六日”

文字的长沙窑瓷碗[3]，结合对其他船货的

分析，沉船年代当为公元826年后的9世纪

上半叶。出水铜镜29面[4]，据说发现于沉船

的不同位置，但因未经正规考古发掘和记

录，出水的具体细节不详。除1面属爪哇铜

镜[5]之外，其余28面都是中国古代铜镜。笔

者此前对这批铜镜的研究中，提出了“古

镜”“旧镜”和“新镜”的分类，分别对应

隋代以前，隋代至初唐、盛唐和中晚唐三个

时期[6]。这是站在沉船所在年代视角，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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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灿平：9～10世纪中国铜镜的“外销”

依据铜镜外形和纹饰的“断代”观察，下文

对其他沉船出水铜镜的考察也将循此思路进

行。在整合这三艘沉船的资料之后，这里只

对之前的表格和图示做出修正，不再展开讨

论（表一；图一）。

（二）印坦沉船

印坦沉船有专门的发掘、研究报告[7]。

沉船出水有始铸于公元917年的南汉“乾亨

通宝”铅钱，另据陶瓷器风格和碳十四测年

数据等，年代被推定为公元918～960年间或

稍晚[8]。出水铜镜及其碎片600多件，有十分

明确的局部聚集现象，非常值得关注。全部

铜镜集中分布于沉船的南端和中部偏北两个

位置，位于后者的数量更多，两处均是爪哇

镜与中国镜并存。在南端，中国镜集中区域

为C8和C10，爪哇镜集中于B8、B9和C10；

在中部偏北，中国镜集中于F6，爪哇镜集中

于F7（图二）。另外，一些铜镜上的锈痕显

示，它们原先可能包裹有丝绸[9]。

出水铜镜多已残碎，数量难以确计。

爪哇铜镜及碎片共500多件，实际可能包含

铜镜200多面，分为素面带柄镜和素面镜两

种，镜背正中有圆锥状凸起，表面除同心圆

式弦纹外，无其他装饰。素面带柄镜由镜

面与镜柄分铸再焊接而成，完整的只发现1

面，镜面直径13厘米，镜柄长9厘米。镜柄

分素面和有装饰两种，以前者居多。素面镜

的直径6～13厘米不等，其中有的应属素面

带柄镜的镜面部分。爪哇镜合金含铜81%、

锡16.6%，并有铅和铁的迹象。中国铜镜及

碎片95件，正式发掘有21面完整或接近完整

的，加上发掘之前获取的5面，共26面，直

径7～28.5厘米不等[10]（表二；图三）。经测

定，铜、锡、铅所占比例分别为71%、25%

和4%。

虽然年代跨越百年，但印坦沉船中“古

镜”“旧镜”和“新镜”的数量、类型特点

与黑石号沉船非常相似，且更为丰富，以瑞

兽葡萄镜、菱形或葵形花鸟镜为突出代表的

“旧镜”同样约占半数，并且类型也很少有

重复。如4面葡萄镜有圆形、方形两种，其中

圆形的3面纹饰又各不相同。3面“古镜”也

代表了流行于不同时期的三种常见的汉式镜

类。4面道教旨趣的铜镜可分为两型，每型

各2面。日月星辰符箓铭文镜的圆钮四方布

列“日月贞明”四字篆书（图三，4）。另 

表一	 黑石号沉船出水铜镜统计表

地  域 镜类及数量 直径（厘米）

爪  哇 素面镜1 〔10.5〕

中  国

古镜1 四乳四神镜1 〔13〕

旧镜14

瑞兽铭文镜1 〔14.2〕

重圈素面镜2 10.3等

瑞兽葡萄镜6 9.5、10.5、〔12.3〕等

菱形雀绕花枝镜3 〔10.8〕、11.4、12.4

葵形雀绕花枝镜1 〔11.9〕

菱形重圈花鸟镜1 〔9.6〕

新镜13

四神八卦铭文镜（江心镜）1 〔21〕

折枝花镜4 〔15〕等

葵形人物故事镜1 15.7

葵形“真子飞霜”铭人物故事镜1 〔18.7〕

弧方形素面镜1 7.8

委方形素面镜3 〔15.1〕等

方形瑞兽花卉镜2 14.5～〔14.7〕

    说明：�本表主要依据The Belitung Wreck: Sunken Treasures from Tang China, p.194表格，结合收集的铜镜照片分类统
计而成。统计时，以类相从，数量大于1面者只指它们同属此类，而不是指纹饰完全相同，表二统计方式
与此同。直径数据中标〔 〕者即图一所示对应铜镜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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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黑石号沉船部分出水铜镜
1.素面镜  2.四乳四神镜  3.瑞兽铭文镜  4.瑞兽葡萄镜  5.四神八卦铭文镜  6.折枝花镜  7.葵形“真子飞霜”铭人
物故事镜  8.葵形雀绕花枝镜  9.菱形雀绕花枝镜  10.菱形重圈花鸟镜  11.委方形素面镜  12.方形瑞兽花卉镜（1由 
陆毅（Francois Louis）提供；2、4、7、8、10、12引自Shipwrecked: 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 p.37. fig.27, p.218. 
fig.169, p.217. fig.168, p.216. fig.165, fig.166, fig.164；3、6、9、11引自The Belitung Wreck: Sunken Treasures from Tang 
China, p.205. No.24, p.207. No.25b, p.217. No.31, p.223. No.37b；5引自梅丛笑：《以铜为鉴：中国古代铜镜艺术》第193页 

图47，中国书店，2012年）

1

4 5 6

7 8 9

10 11 12

2 3

946�



· 107（总       ）·

陈灿平：9～10世纪中国铜镜的“外销”

1面与之基本相同，唯钮座为八瓣莲花纹。

圆角方形五岳山水八卦铭文镜的主体纹饰

为五岳、四渎、八卦和铭文，属唐代道教

“含象镜”[11]（图三，9）。这4面铜镜都

应属唐代道教镜系统，是目前国内资料尚

不常见的形制。

（三）井里汶沉船

井里汶沉船经过正规的考古发掘，但

目前的资料主要见于专题网站及相关研究

论文[12]。沉船出水1件越窑青瓷碗，底足

上刻有“戊辰徐记造”，还有大批“乾亨通

宝”铅钱。“戊辰”当为北宋开宝元年（公

元968年），结合瓷器的类型特点等，其

年代被推定为10世纪末或稍晚。出水铜镜

共约30面，也有局部聚集现象。10面集中

发现于船头，6面在船骸右舷，这两处都

是爪哇镜与中国镜并存，另外有3件爪哇

镜相关个体位于船尾，处于大堆分散货物

的最边缘，还有一些则呈散点分布[13]。本

表二	 印坦沉船出水铜镜统计表
地  域 镜类及数量 直径（厘米）

爪  哇
素面带柄镜完整1、素面镜柄残片205、有装饰镜柄残片97

完整的1件镜面直径〔13〕，镜柄长 
〔9〕；镜柄残长5～9

素面镜残片254 6～13

中  国

古镜3
龙虎纹铭文镜1 〔10〕
鸟兽博局镜1 12.5

半圆方枚神兽镜1 12.8

旧镜13

瑞兽镜1 10.8
瑞兽葡萄镜3 11、〔17.2〕、23*

方形瑞兽葡萄镜1 11
菱形雀绕花枝镜2 9.5、〔10.5〕
菱形鸟兽花枝镜2 15.5、〔17〕
菱形宝相花镜1 9.8

菱形重圈花鸟镜1，残约半 9.2
葵形对鸟镜1 11.8
葵形花枝镜1 12.8

新镜9

葵形双鹦鹉镜1，残为两半，可拼合 〔18〕
葵形凤凰镜1，残近半 13

折枝花镜1 〔21.5〕
日月星辰符箓铭文镜2 12.5、〔15〕

圆角方形五岳山水八卦铭文镜2 〔11.8〕等
素面镜1 18

方形素面镜1 7*

不确定1 或为素面镜1 不详

    说明：�铜镜类型和数量依据迈克尔·弗莱克（Michael Flecker）提供的器物照片，并结合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10th Century Intan Shipwreck确定。中国铜镜的直径，除右上角标星号者外，其余均为据带
比例尺照片测算的约数。直径数据中标〔 〕者即图三所列对应铜镜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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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印坦沉船铜镜分布位置示意图
（底图引自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10th Century 
Intan Shipwreck, p.20.fig.4.5.本图为发掘时布设的网格情况。
红色框是中国铜镜聚集区，蓝色框是爪哇铜镜聚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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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收集有图片或数据的爪哇镜一共20面，

其中8面为素面带柄镜，与印坦沉船所见相

同，镜柄也有素面和有装饰两种，前者稍

多；12面为素面镜，其中有的应属素面带柄

镜的镜面部分。中国铜镜10面，三类俱全，

“旧镜”占约三分之一（表三；图四），其

中最有助于判定沉船年代的是亚字形折枝花

镜。这种四边外凸十分明显的外形约出现于

10世纪末。宁夏固原博物馆收藏的1面纪年

为“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的双鸟镜与其

形制相同[14]。

除以上三艘沉船之外，2007年发现于爪

哇海域，次年打捞的加拉璜沉船（Karawang 

Wreck）也属10世纪，其主要船货也是陶瓷

器，还有铜镜、钱币、金属锭和玻璃器等，

钱币中有1枚“乾亨重宝”铅钱[15]。出水完整

或基本完整的铜镜3面，其中圆形、方形瑞

兽葡萄镜各1面，素面带柄爪哇镜1面。

综上所述，这三艘沉船出水中国铜镜

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数量

图三  印坦沉船部分出水铜镜
1.素面带柄镜  2.龙虎纹铭文镜  3.瑞兽葡萄镜  4.日月星辰符箓铭文镜  5.折枝花镜  6.菱形鸟兽花枝镜  7.菱
形雀绕花枝镜  8.葵形双鹦鹉镜  9.圆角方形五岳山水八卦铭文镜（3、4、7见于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10th Century Intan Shipwreck；全部图片均由迈克尔·弗莱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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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井里汶沉船出水铜镜统计表
地  域 镜类及数量 直径（厘米）

爪  哇
素面带柄镜8 完整的1面镜面及镜柄总长24
素面镜12 7.5～13

中  国

古镜1 神人神兽镜1 13

旧镜3
瑞兽葡萄镜1 12

方形瑞兽葡萄镜1 8.2
葵形盘龙镜1 22

新镜5

团花镜1 13.6
葵形人物故事镜1 15

双鹦鹉镜1 27.5
亚字形折枝花镜1 17
八卦星辰铭文镜1 10

不确定1 镜残存约半，有纹饰，难辨 12.5

    说明：�本表据霍斯特·胡伯图斯·利伯纳（Horst Hubertus Liebner）提供的图片和数据，并参考The Cargo from 
Cirebon Shipwreck：One of the Oldest Shipwrecks from the Java Sea上的资料统计而成。

图四  井里汶沉船部分出水中国铜镜
1.神人神兽镜  2.瑞兽葡萄镜  3.团花镜  4.双鹦鹉镜  5.葵形人物故事镜  6.方形瑞兽葡萄镜  7.八卦星辰铭文
镜  8.葵形盘龙镜  9.亚字形折枝花镜（图片均由霍斯特·胡伯图斯·利伯纳提供，7～9在原线图基础上重新绘制）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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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且类型相近。二是经科学发掘的材料

显示，它们有局部聚集现象，印坦沉船尤为

明确。发掘者指出，沉船上的中国镜和爪哇

镜是两批明确分开但又相互毗邻的货物，这

或许表明船上有一两个专门的镜商，为客户

提供两种不同的选择[16]。三是虽然年代跨度

很大，但铜镜类型有很强的一致性，都包含

“古镜”“旧镜”和“新镜”三大类，各小

类的数量和形制也十分相似。这些铜镜多数

应该是小宗商品，而不会全是船员的个人物

品。因为很难想象，在最大时代跨度可达百

年以上的情况下，在三艘不同的商船上，先

后会有三批人数基本相当、用镜旨趣又如此

接近的船员。这种镜类的相似性反映的应是

9～10世纪铜镜某些共同的时代特征。黑石

号沉船出水中国铜镜虽然数量不多，但至

少具备5种外形，8种纹饰大类，每种各有一

至数面[17]。这似乎是在某处如市场或其他集

散地先广为“博采”，再特别“遴选”的结

果。关于这一点，在印坦沉船和井里汶沉船

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即使如道教旨趣的铜镜

也具有明显的商品化特征。宋元时期的沉船

资料也支持它们是小宗商品的判断。南海Ⅰ

号南宋沉船出水铜镜12面，有局部聚集，也

有散点分布现象[18]。研究者认为除个别铜镜

可能是与木梳配套使用的私人物品外，大部

分应为船货[19]。韩国新安元代沉船出水铜镜

20面，也有局部聚集现象，它们多数也被认

为是商品，那些原先可能分散于客舱内的铜

镜，可以视为是船员个人夹带的货物[20]。综

合以上特征可推知，沉船上这些数量不多

不少，且有局部聚集现象的铜镜，既可能是

“装载”的小宗货物，也可能是由船员“夹

带”或镜商“携行”的货物，将它们定为

“外销”商品是可行的。从文献记载看，当

时确实存在“于诸处兴贩”的镜商。后晋天

福二年（公元937年）的禁铜诏云：“其铜镜

今后官铸造，于东京置场货卖，许人收买，

于诸处兴贩去”[21]。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

元955年）敕文也有类似的记载[22]。虽然是

针对官铸铜镜而言，但反映的应该是当时铜

镜较为普遍的一种销售及流通方式。

二、中国铜镜“外销”的基础
及其与“内销”的差别

在明确沉船出水铜镜的特征，并确定

其为外销商品之后，我们有必要关注9～10

世纪国内铜镜的发展、流通情况，以及这

些“外销”铜镜与“内销”铜镜的差别等问

题。一般而言，某一时期用于“外销”的铜

镜主要应该是当时所流行的铜镜，但正如齐

东方很早就注意到的，这些出水铜镜中，存

在较多流行年代偏早的铜镜（“旧镜”）。他

认为这尚未被中国的考古发现所证实，或有

可能挑战基于陆上考古发现的铜镜分期[23]。

缘于墓葬、塔宫等的考古发掘，目前考古

出土的9～10世纪铜镜资料已十分丰富。现

在看来，沉船出水的几乎所有中国铜镜类型

均见于这一时期的墓葬、塔宫或者其他遗

迹，但两者又有所不同。这种差异性，反映

的可能就是当时铜镜“内销”和“外销”的

差别。

（一）9世纪的“内销”铜镜

笔者此前关于黑石号出水铜镜的研究

中，收集了9世纪纪年唐墓47座，时代上从

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到大顺元年（公

元890年），除公元876～890年之间外，没

有超过5年以上的年代缺环[24]。60面出土铜

镜中，“古镜”有博局镜（图五，4）、铭

文镜和四叶连弧镜，共3面，占总数的5%；

“旧镜”有瑞兽铭文镜1面（图五，1）、瑞

兽葡萄镜2面（图五，2）、菱形雀绕花枝镜

1面、葵形对鸟镜1面（图五，6）、葡萄禽

鸟或对鸟镜1面，共占10%；“新镜”包括素

面镜、特种工艺镜、简易纹饰镜、团花镜、

双鸟镜（图五，3）、人物故事镜和道教镜

（图五，5），共51面，占85%。关于隋唐墓

葬出土的“古镜”，笔者已有专文研究，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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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到出自中晚唐墓葬的“古镜”37面，指

出这一时期的“古镜”主要是汉式镜，且多

为仿制镜，它们的出现既是一种在道教复古

思想影响下的镜类创造，也可能与铜荒背景

下铜镜设计创新的乏力有关[25]。实际上，中

晚唐时期，隋唐早期流行的镜类（“旧镜”）

成为当时的一种镜类设计选择，也应该是这

种创新乏力的体现。真正属于中晚唐创造的

“新镜”的基本特征是镜体轻薄，纹饰或

无，或疏朗，或简单，这自然更与当时的铜

荒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所列沉船和

墓葬中所见的“古镜”实际上都属于“新

镜”的范畴。到10世纪，这种旧、新镜并行

发展的局面更为明显。

（二）10世纪的“内销”铜镜

10世纪铜镜发展的鲜明特征是“唐式

镜”和“新式镜”并行发展，“唐式镜”中的

“旧镜”和“新镜”屡见不鲜。无论是北方

的中原地区、契丹（辽）国境内，还是南方

的前、后蜀，楚、南平（荆南），吴、南唐

和吴越国等地，普遍都存在这一现象，其中

尤以北方契丹（辽）境和南方吴越国地区的

材料最具代表性。限于篇幅，这里主要以材

料丰富且与沉船出水铜镜最具可比性的吴越

国铜镜为例。

浙江临安天复元年（公元901年）水邱

氏墓出土1面瑞兽“练形”铭镜[26]（图六，1）。

江苏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公元959～961年）

第3层天宫出土铜镜4面，其中有1面道教

镜[27]（图六，7）。浙江东阳中兴寺（公元

960～962年）出土铜镜18面[28]，其中有瑞兽

葡萄镜2面（图六，3）、半圆方枚神兽镜1

1 2 3

4

5

6

图五  9世纪纪年唐墓出土铜镜
1.瑞兽铭文镜（M1921∶15）  2.瑞兽葡萄镜（M1025∶7）  3.双鸟镜（M2443∶10）  4.博局镜（紫薇田园都市
墓）  5.道教镜（M2901∶14）  6.葵形对鸟镜（M36∶1）（1～3、5.偃师杏园墓地，6.三门峡印染厂墓地；1、2
引自霍宏伟、史家珍主编：《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下册）第225页图184、第228页图190，科学出版
社，2013年；3、5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图版32，5、彩版8，2，科学出版社，2001
年；4引自张小丽：《西安新出土唐代铜镜》第83页图一二，《文物》2011年第9期；6引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门峡市印染厂墓地》彩版二六，2，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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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吴越国地区出土铜镜
1.瑞兽“练形”铭镜（M24∶64）  2.瑞兽镜（灵石寺塔）  3.瑞兽葡萄镜（东阳2279）  4.折枝花镜（灵石寺
塔）  5.双鹦鹉镜（J21∶3）  6.半圆方枚神兽镜（东阳0707）  7.道教镜（云岩寺塔第3层天宫）  8.汉式日
光镜（2001雷地∶17）  9.葵形仙骑镜（灵石寺塔）  10.菱形对鸟镜（灵石寺塔）  11.葵形对鸟镜（2001雷
地∶24）  12.圆角方形四神八卦镜（板桥吴氏墓）（1.临安水邱氏墓，3、6.东阳中兴寺塔，5.上海青龙镇遗址，8、
11.杭州雷峰塔塔基地宫；1引自《晚唐钱宽夫妇墓》彩版五六；2、4、9、10引自王牧：《五代吴越国的铜镜类型及
纹饰特点（下）——兼议五代时期的铜镜及相关问题》第85页图9、图10、第93页图29、第86页图12，《收藏家》
2018年第7期；3引自《浙江东阳吴越国中兴寺塔出土文物》彩插七，2；5引自《千年古港：上海青龙镇遗址考古精
粹》第25页；6引自《五代吴越国的铜镜类型及纹饰特点（上）——兼议五代时期的铜镜及相关问题》第38页图3；
7引自《苏州博物馆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第59页；8、11引自《雷峰塔遗址》第159页图二六○、第160页

图二六三；12引自黎毓馨主编：《吴越胜览：唐宋之间的东南乐国》第201页，中国书店，2011年）

1

4

7

10 11 12

8 9

5 6

2 3



· 113（总       ）·

陈灿平：9～10世纪中国铜镜的“外销”

面（图六，6）。杭州雷峰塔塔基地宫（公

元972～977年）出土铜镜10面，有瑞兽铭文

镜、瑞兽葡萄镜、葵形对鸟镜（图六，11）

和汉式日光镜[29]（图六，8）。浙江台州黄

岩灵石寺塔（公元965～998年）出土铜镜

14面，有瑞兽镜（图六，2）、菱形对鸟镜

（图六，10）、葵形仙骑镜（图六，9）和

折枝花镜（图六，4）等[30]。临安板桥五代早

期吴氏墓出土1面圆角方形四神八卦镜[31]（图

六，12）。以上材料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中兴寺塔出土的半圆方枚神兽镜。该镜与印

坦沉船出水的同类镜非常相似。上海青龙镇

晚唐居址21号水井出土的双鹦鹉镜（图六，

5）也与井里汶沉船出水的同类镜几乎相

同，直径分别为28.2厘米和27.5厘米。该水

井共出土铜镜3面，尺寸、纹饰基本相同，

与之相似的铜镜在上海青浦区也

曾出土[32]。

综上所述，9～10世纪墓葬、

塔宫出土铜镜的类型与同时期沉

船上的发现，整体上无太大差

异。特别是五代十国时期、隋代

初唐至中晚唐时期流行的各式铜

镜在当时几乎都能见到。两者主

要的差别在于“旧镜”所占的比

例。9世纪纪年唐墓中，“旧镜”

只占约10%。10世纪的墓葬和塔

宫中，虽然唐式“旧镜”所占比

例不小，但更多的仍是轻薄素面

镜等唐式“新镜”和一些五代新

式镜。如雷峰塔塔基地宫出土铜

镜10面，包括唐式“旧镜”4面、

唐式“新镜”5面，另有五代新式

镜1面。中兴寺塔出土的18面铜镜

中，唐式“旧镜”7面，唐式“新

镜”11面。总体来看，一个十分

明显的现象是，当时的社会上层

更热衷于使用那些镜体厚重、

纹饰复杂的“旧镜”。9世纪“旧

镜”的主人有殿中侍御史李郁夫妇，宣歙观

察使、御史中丞之孙，大理评事之子穆悰，

朝散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刘自政[33]和齐国太夫

人吴氏[34]等。五代十国时期的王室或宗室等

对唐式镜的偏爱更为明显。除吴越国钱镠夫

人水邱氏墓之外，几处塔宫内供奉的铜镜，

不少应与王室有关。北方的契丹（辽）国也

很典型，唐式镜见于会同五年（公元942年）

契丹皇族耶律羽之墓[35]（图七，1、2）、会

同六年（公元943年）后唐德妃伊氏墓[36]（图

七，4）、应历九年（公元959年）驸马赠卫

国王墓[37]（图七，3）和吐尔基山辽代早期贵

族墓[38]等，其中的“旧镜”所占比例很高。

后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秦王李茂贞墓

出土葵形对鸟镜残片1件[39]。这些考古发现与

文献记载有所呼应，前蜀、后晋宫中都在使

图七  辽代早期贵族墓出土铜镜
1.瑞兽铭文镜（耶律羽之墓）  2.盘龙镜（耶律羽之墓）  3.菱形鸟兽
花枝镜（驸马赠卫国王墓）  4.草叶纹铭文镜（盘羊沟MT∶22）（1
引自盖之庸：《探寻逝去的王朝：辽耶律羽之墓》第31页，内蒙古大学
出版社，2004年；2引自《考古揽胜：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60
年重大考古发现》第185页；3引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
书·铜镜卷（上）》第233页；4引自《内蒙古巴林左旗盘羊沟辽代墓

葬》第39页图二一，1）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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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旧镜”。前蜀后主曾赐王承休妻1面“练

形”铭的“妆镜”[40]。该镜很可能与耶律羽

之墓、水邱氏墓和雷峰塔地宫出土同类器相

似。石敬塘的“御器”中则有“玉平脱双葡

萄镜”[41]。

9～10世纪的社会上层热衷于使用唐代

“旧镜”的原因可能并不复杂，相较当时流

行的镜体轻薄的铜镜，这些“旧镜”无疑更

加厚重、精美、珍贵。如果从考古器物学的

角度看待铜镜，即用平、剖面结合的方式进

行观察，隋唐铜镜镜体的演变实际上非常明

显。众所周知，铜荒是晚唐五代长期存在的

国计民生问题[42]。虽然历次禁铜都不曾真正

禁止过铜镜的生产，但会以官铸或限定价格

等方式进行约束。这势必会制约铸镜业的发

展，镜体变薄，装饰简化应该是必然趋势。

南宋嘉泰《吴兴志》卷一八针对当时的铜禁

就说：“官禁铜，镜渐难得，工价廉，器亦

不迨昔”[43]。因此，铜料紧缺可能才是导致

唐镜艺术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44]。换言之，

中晚唐以来流行素面或简单纹饰的轻薄体

铜镜，并非是主观的审美情趣所致，如所谓

“注重实用”，而是客观的“铜荒”“铜禁”

造成的。从审美角度说，当时人无疑仍偏爱

这些“旧镜”。只是由于价格等原因，它们只

能被小范围群体所“享用”。

对比同时期中国陆上的考古发现，沉

船上发现“旧镜”较多的原因也就不难解释

了。因为当时市场上本就能买到隋唐各时期

流行的铜镜，这些明显“更好”的“旧镜”

因为某些原因容易引起外贸商人或外国客商

的兴趣。陆毅在分析黑石号沉船上的这些

“旧镜”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

不是所有的“旧镜”都会终结于墓葬之中，

其中很多会进入二手市场，因为样式古老使

得它们缺乏吸引力，故而价格低廉；外国

商人是它们最为理想的买家，因为他们只需

将“唐朝”的商品销往“海外”牟利，唐人

的喜好和风尚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45]。

井里汶沉船上的“旧镜”也被认为是以“古

董”形式成为货物的[46]。但如前所述，所谓

“进入二手市场”“因为样式古老使得它们

缺乏吸引力，故而价格低廉”“古董商品”

等可能并不准确。古代铜镜的价格，根本上

还由铜的价值所决定，这些虽显古旧，但通

常镜体厚重的铜镜几乎不可能比镜体轻薄的

“新镜”便宜，尤其是在“铜荒”时期。再

者，从一些材料可以较清晰地看出，这些所

谓的“旧镜”有的实际上是晚唐五代时期

“再造”的。水邱氏墓和耶律羽之墓出土的

瑞兽铭文铜镜虽然镜面光洁，整体呈银白

色，工艺水平较高，但明显都有纹饰线条不

明、铭文模糊的现象（见图六，1；图七，

1）。雷峰塔地宫出土的瑞兽铭文镜同样如

此。黑石号出水的瑞兽铭文镜的铭文也显宽

大、模糊（见图一，3）。这些铜镜应该是

用旧镜直接翻模浇铸的“新镜”，而非真正

传世的“旧镜”。它们之所以成为“外销”商

品，最有可能还是因为海外市场对高档中国

铜制品的特殊需求。王添顺（Derek Heng）

关于10～14世纪中国与马来地区贸易和外交

的研究中指出，金属、货币、纺织品、食品

和陶瓷是当时中国输入马来地区的五种主要

商品。由于东南亚有许多便宜的铜矿资源，

除了铜钱之外，铜制品的进口主要只限于铜

锣、铜镜和宗教建设材料。从印坦沉船出水

的中国铜镜看，马来地区进口中国铜合金制

品是因为其优越的质量和工艺[47]。结合这些

“外销”铜镜的共同特征及其与“内销”铜

镜的差异，这一判断是可信的。

三、中国铜镜“外销”的目的地

商贸沉船出水器物的独特价值在于，

有助于建立起贸易“起点”和“终点”间的

联系。学界已从瓷器等大宗商品的来源、船

货的类型以及船籍等，对这三艘商船的贸易

性质、贸易范围等进行了大量的讨论[48]。大

体上，它们被划入两个不同时期、不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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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圈。概而言之，黑石号商船为阿拉伯

船，属9世纪，中国船货的装载地在中国或

东南亚某中转港，商圈范围从东亚到西亚；

印坦商船、井里汶商船均为东南亚船，属10

世纪，中国船货的装载地在东南亚某中转港

或中国，商圈范围主要在东南亚。出水铜镜

的指向性与此基本相符。黑石号沉船的中

国铜镜占绝大多数，这与该船其他船货所表

现出的货源单一性一致，这些铜镜的目的地

应该是西亚、中东地区。印坦沉船、井里汶

沉船中，爪哇铜镜占多数，结合其他金属器

的发现，这两艘商船上的铜镜应该是销往爪

哇。此外，西亚、中东以及东南

亚地区的考古发现也表明，唐五

代时期的铜镜曾在当地流通。

位于伊朗布什尔省（B shehr）
南部塔赫里（T hirī）的尸罗夫

（Sī r f）是中世纪波斯湾与印

度、中国进行海上贸易的著名港

口。9世纪的阿拉伯商人苏来曼

（Sulaimān）在游记中提到：“大

部分的中国船，都（是）在Sīr f
装了货启程的；所有的货物，都

先从Basra及Oman及其他各埠运到

了Sīr f，然后装在中国船里”[49]。

尸罗夫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当

时唐朝出口到这里的货物主要是

长沙窑的外销瓷[50]。此外，还有

铜钱和中国铜镜或其仿制品的发

现。1969～1970年的第四次发掘

中，遗址B（大清真寺）主要属于 

9世纪初的堆积中就出土了1面直

径6.6厘米的铜镜，被推断为中

国铜镜或伊斯兰仿唐镜，但细节

不明[51]。发掘者大卫·怀特豪斯

（David Whitehouse）后来在关于

尸罗夫考古的介绍中称该遗址出

土过1面有纹饰的中国铜镜，可能

即指此[52]。伊斯兰时期的重要城

市苏萨古城遗址出土过瑞兽葡萄铜镜（可能

为仿制镜）（图八，1），以及一些唐代风

格的白瓷片[53]。此外，今伊朗北部的呼罗珊

省（Khor s n）内沙布尔（Neysh b r）发现

过仿唐式瑞兽葡萄铜镜（图八，2），戈莱

斯坦省（Golest n）戈尔甘（Gorg n）发现有

唐式铜镜；伊朗西北部发现过葵形盘龙铜镜

（图八，4）；阿拉伯半岛北部今以色列、

约旦一带也发现有唐铜镜和仿唐式铜镜[54]。

不仅如此，据研究，唐宋时期的铸镜技术对

伊斯兰铜镜的合金配比、形态和纹样等都有

明显影响[55]。大英博物馆收藏1面塞尔柱王

图八  伊朗、中亚等地发现的唐式铜镜及相关铜镜
1.瑞兽葡萄镜（伊朗苏萨古城遗址）  2.仿唐式瑞兽葡萄镜（伊朗北部
内沙布尔）  3.伊斯兰圆板具钮镜（大英博物馆藏）  4.葵形盘龙镜（伊
朗西北部）  5.瑞兽葡萄镜残片（俄罗斯阿尔泰塔拉斯金-Ⅴ山墓地冢
墓6）  6.菱形花鸟镜残片（俄罗斯阿尔泰亚罗夫斯科耶-Ⅲ墓地冢墓1）
（1、2、4引自《东西交涉の考古学》第146页图70下、上、中；3引自Persian 
Metal Technology, 700-1300 A.D., p.179.fig.3b；5、6引自《金属镜：阿尔

泰古代和中世纪的资料》第15页图三，1、第49页图版三三，3）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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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时期的铜镜[56]，与中国式圆板具钮镜很相

似，其布局、纹样还带有一些瑞兽葡萄镜的

风格（图八，3）。另外，中古时期的波斯

和阿拉伯文献中频见所谓“中国石”“中国

铁”，主要指的就是中国出产的铜铁制品，其

中就包括中国的镜子[57]。14世纪初的记述中

还明确提到当时有从中国输入，名叫“轩辕

镜”（“变形镜”）的镜子[58]。

与伊朗毗邻的中亚地区的考古发现则表

明，“旧镜”确实是9～10世纪外销铜镜的类

型之一。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广泛分布着来源

于中国的瑞兽葡萄镜或其仿制品，遗址年代

多为7～9世纪，其中塔拉斯金-V山墓地冢墓

6发现1件瑞兽葡萄镜残片，经X射线荧光分

析，应为中国所产，墓葬年代为9世纪下半

叶至10世纪上半叶[59]（图八，5）。这一地区

发现的花式花鸟镜或人物镜的数量也不少，

所属遗址的年代多为8～9世纪。亚罗夫斯科

耶-Ⅲ墓地冢墓1出土1件菱形花鸟

镜残片（图八，6），墓葬年代为

9～10世纪初。

中国铜镜通过海路输入到东

南亚地区最晚从汉代已经开始，

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地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遗址出土了不少

汉式镜，年代涵盖西汉中晚期至

东汉[60]。唐五代时期东南亚地区

的陆上考古发现中也能见到与沉

船出水类型相同的中国铜镜。马

来西亚吉打州（Kedah）布央河

（Sungai Bujang）流域12号遗址曾

出土过2面唐代团花镜，可复原的

1面直径13.6厘米（图九，3），其

形制与井里汶沉船出水的同类镜几

乎相同。经测定，其含铜69.1%、

锡24%，另1件残片含铜75.5%、锡

23.6%，均为高锡青铜；遗址的年

代为8～9世纪[61]。该区域遗址还出

土有唐代越窑青瓷和来自阿拉伯、

印度和中东等地的器物，这与沉船船货构成

颇为相似，体现出贸易港的性质[62]。

除东南亚、西亚和中亚地区之外，当时

中国铜镜的输出还涉及北亚和东北亚地区。

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

南部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发现大量中国铜镜，

年代从公元前4世纪延续至公元16世纪，其

中属于6～10世纪中期的铜镜有近百面，基

本囊括了隋唐五代时期常见的各类铜镜，还

包括一些仿制镜，可归入9～10世纪的有团

花镜、减地平雕式花卉镜和八卦“精金百

炼”铭镜等[63]。2018年发现的1件团花镜残片

上带有用于悬挂的穿孔，并刻有突厥新鲁尼

文铭记（铭文可能带有祈求健康的含义），

年代为9～11世纪[64]（图九，4）。韩国庆

州市九黄洞芬皇寺遗址出土1面小型葡萄鸟

镜，原先可能用于供奉佛像或佛塔，研究者

认为应是唐朝的输入品 [65]（图九，1）。此

1 2

3 4

图九  东南亚、北亚和东北亚地区发现的唐代铜镜
1.葡萄鸟镜（韩国庆州市九黄洞芬皇寺）  2.双鹦鹉镜（日本鸟取县三朝
町三佛寺藏）  3.团花镜（马来西亚吉打12号遗址）  4.团花镜残片（俄
罗斯米努辛斯克盆地）（1引自《2009년 복천박물관 특별기획전: 神의 거

울》第148页；2引自《唐代鹦鹉衔绶“同模镜”刍议》第41页图二；3引自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on Ancient Indian Colonization in Malaya，pl.42；4引自 
Фрагмент зеркала династии Тан с новой рунической надписью，第134页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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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只取典型葡萄镜内区纹饰部分的小镜，其

年代当属9～10世纪[66]。从汉魏时代开始，

中国铜镜就不断输入日本。据苌岚的统计，

日本出土及传世的唐镜分布于73处遗迹，

其中80%以上为寺院出土及传世[67]。日本鸟

取县三朝町三佛寺供奉有1面双鹦鹉镜，直

径27.8厘米，其镜面阴刻佛像，并刻有平安

时代“长德三年”（公元997年）纪年[68]（图

九，2）。该镜与上海青龙镇遗址以及印坦

沉船、井里汶沉船发现的同类镜十分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铜镜在输往异域之后，

实际上有了更为丰富的功用。

四、结    语

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古代铜镜绝大多数

是墓葬中的随葬品。隋唐五代铜镜除少量见

于寺院塔宫、建筑遗址和窖藏等之外，绝大

多数也出自墓葬。爪哇海域这几艘沉船出水

的这批带有贸易性质的铜镜，无疑为铜镜研

究带来了全新的启示。

就考古研究而言，它们至少具备三个重

要价值。一是9～10世纪海外中国铜镜的重

要发现，既扩大了中国铜镜外销研究可涉及

的地理范围，也丰富了唐宋铜镜过渡阶段的

研究资料。因为共时性极强，所以从某种程

度上说，它们还可视为是当时镜市或其他集

散地铜镜销售类型的“缩影”。二是作为海

路“途中”发现的“外销”铜镜，与来源地

（起点）和目的地（终点）均能产生联系，

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视角。三是作为具有

“外销”性质的商品，体现出与陆上考古所

见的不同，其最大的特征是新、旧镜并存，

“旧镜”所占比例较高。通过梳理、比较可

知，9～10世纪国内铜镜流通市场上，实际

上有隋代、初唐、盛唐、中晚唐各时期流行

的铜镜，“旧镜”可能因为厚重、精美，故

而价格不菲，“享用者”往往是身份较高的人

群，这可能正是它们受海外市场青睐的原因

所在。当时，东南亚以及西亚、中东等地进

口为数不多的中国优质铜镜，主要反映出了

对中国高档铜制品的特殊需求。

附记：爪哇海域这几艘沉船发掘、打

捞于多年以前，目前公布的资料不够系统、

完整。衷心感谢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

研究院（ISEAS Yusof Ishak Institute）迈克

尔·弗莱克博士，美国巴德研究中心（Bard 
Graduate Center）陆毅教授，英国利兹大学

（University of Leeds）博士、独立学者霍斯

特·胡伯图斯·利伯纳和北京大学齐东方教

授为本文提供相关材料。

注    释

[ 1 ] 	� 以秦大树的研究为代表。秦大树：《中国古代

陶瓷外销的第一个高峰——9～10世纪陶瓷外

销的规模和特点》，《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
第5期。

[ 2 ] 	�a.齐东方：《玻璃料与八卦镜——井里汶沉船文

物札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

	� b. Louis F., Bronze Mirrors, Shipwrecked: 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 Washington D. 

C.: 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 itut ion , the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 
Singapore and the Singapore Tourism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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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Louis F.，Metal Objects on the Tang Shipwreck, 
The Tang Shipwreck: Art and Exchange in the 9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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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204-221, 2017.
	� d.陈灿平：《“黑石号”沉船出水铜镜初探》，见

《芳林新叶：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二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 e.陈灿平：《古镜、旧镜与新镜——黑石号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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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号沉船所见9～10世纪的航海、贸易与艺

术》，上海书画出版社，2020年。

[ 3 ] 	� a.在线电子出版物The Belitung Wreck: Sunken 
Treasures from Tang China , pp.200-223, 
Seabed Explorations New Zealand Ltd, 2004.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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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iwijaya-centre/research-tools/compi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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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 [ 2 ]d、[ 2 ]e所引论文曾将黑石号出水中国铜镜

统计为29面，幸得陆毅指正，得知其中统计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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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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